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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ing the Matching Degree between Rail Transit Network and Shanghai 
Urban Polycentric System Based on Multi-source Big Data

谢昱梓   钮心毅   XIE Yuzi, NIU Xinyi

基于相关研究，提出一种定量化测度轨道交通（以下简称“轨交”）线网与城市中心体系匹配程度的方法。以功能联系为

基础，使用多源大数据量化分析轨交线网与上海城市中心体系匹配程度。从轨交刷卡数据中依据乘客使用轨交出行时空

规律，获取轨交通勤出行、轨交游憩出行的功能联系，用于表征轨交功能联系下的就业中心体系、公共活动中心体系。从手

机信令数据中获取用户的通勤出行、游憩出行的功能联系，用于表征全方式出行功能联系下的就业中心体系、公共活动中

心体系。随后分别使用规模等级一致性、来源范围一致性指标，量化分析轨交线网与就业中心体系、公共活动中心体系的

匹配程度。研究结论认为除了轨交线网与中心体系的空间关系之外，就业中心的产业特征、公共活动中心的职能也影响了

轨交线网与城市中心体系的匹配程度。

This study presents a method for quantitatively measuring the degree of matching between rail transit network and urban center 

system. Based on functional linkages, the degree of matching between rail transit network and Shanghai urban polycentric system is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using multi-source big data. Firstly, according to the spatial-temporal regular pattern of rail transit passengers 

using transit smart card data, the functional linkages of commuting and recreation trips by rail transit are obtained, which is used 

to indicate the employment center system and the public activity center system in the perspective of rail transit functional linkages. 

Using cellphone signaling data, the functional linkages of commuting and recreation for full travel mode are obtained, which is used 

to indicate the employment center system and the public activity center system in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linkages for full travel 

mode. Then the indicators of size rank consistency and source range consistency are used to quantify the matching degree between 

the rail network and the employment polycentric system and the public activity polycentric system. It is found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ail transit network and the center system, the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of employment center and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activity center also affect the matching degree between the rail transit network and urban central system.

0   引言

超大型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城市中

心体系。轨交线网与城市中心体系的耦合和互

动是城市交通与用地一体化发展长期关注的议

题。随着上海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不断发展，

发展大容量、高速度、低耗能的轨交成为必然选

择。上海轨交网络在外环以内已经实现网络化

运营。轨交在承载上海城市功能流动中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上海轨交运营里程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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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市多中心格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协调轨

交线网规划和城市中心体系规划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轨交与城市中心体系互动、轨交支撑城

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等议题已有较多研究。比如，

从轨交站点、线路出发，通过对站点数量、轨交

线路附近服务人口数量等进行测算[1]；或是从城

市中心出发，计算中心附近某一范围内的轨交

站点数量等指标来衡量轨交与城市中心体系之

间的匹配程度[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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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中出现了用功

能联系表征空间结构的新研究范式。很多学者

从功能联系视角研究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并取

得了一定进展[3-4]，他们使用交通调查数据来表

征功能联系，或是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功能联系

数据[5-6]。随着手机信令数据等大数据出现，从中

提取的功能联系特征也能用于城市空间结构研

究。其中，根据手机信令数据的时空特征，从中

分离出通勤等功能联系，用于研究城市就业中

心体系[7]487、公共活动中心体系[8]65，[9]。此外，随

着各个城市轨交系统普遍使用智能公交卡，轨

交刷卡数据也能在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中发挥作

用。从轨交刷卡数据中提取出乘客使用轨交出

行的流向、流量，也能用于功能联系视角下城市

中心体系研究[10-13]。

为了整体地认识轨交线网与上海城市中心

体系的匹配程度，以下将使用两种大数据认识

不同类型的功能联系。使用轨交刷卡数据，研究

轨交出行功能联系视角下的城市中心体系；同

时使用手机信令数据表征全方式出行联系下的

城市中心体系；将两者进行比较，量化分析轨交

线网与上海城市中心体系匹配程度，进一步探

讨两者匹配程度的影响因素。

1   城市中心体系与轨道交通匹配

1.1   全方式出行功能联系和轨交出行功能

        联系

按照城市中心承担的主要职能，一般可以

将城市中心体系分为就业中心体系和公共活动

中心体系两大部分。在功能联系视角下，就业中

心是由“居住—工作”功能联系定义，公共活

动中心是由“居住—游憩”功能联系定义。

手机信令数据的用户轨迹表示了包含所有

交通出行方式的全方式出行轨迹，能从信令数

据计算出用户“居住—工作”“居住—游憩”功

能联系，测度出全方式出行功能联系视角下的中

心体系。轨交刷卡数据的用户轨迹仅表示了轨交

出行时空轨迹。从轨交刷卡数据能计算出轨交乘

客的“居住—工作”“居住—游憩”功能联系，并

测度出轨交出行功能联系视角下的中心体系。这

也是整个轨交线网承载的功能流动的表现。

因此，可以将全方式出行功能联系视角下

的城市中心体系作为固定比较对象。将轨交出

行功能联系视角下城市中心体系与其对比，依

据两者一致性程度判断轨交网络与城市中心体

系的匹配程度。轨交网络与城市中心体系的匹

配程度可以表示为轨交出行表征的功能联系与

全方式出行表征的功能联系之间的匹配程度。

1.2   就业中心和公共活动中心及其范围界定

本文以上海中心城区内有轨交服务的就业

中心、公共活动中心为研究对象。就业中心包括

两类。第一类为有轨交服务的城市主、副中心，

及地区级公共活动中心，如南京东路市级商业

街、徐家汇市级副中心等。这一类属于服务业就

业中心。第二类是有轨交服务的产业园区，如漕

河泾开发区、彭浦工业区等。这一类属于制造业

就业中心，部分已经转型为生产性服务业就业

中心。以上两类就业中心合计41个。本文中的公

共活动中心包括有轨交服务的城市主、副中心，

以及地区级公共活动中心共31个。如就业中心、

公共活动中心的规划边界直线距离400 m以内

存在轨交站点，则视为有轨交服务。

1.3   规模等级一致性和来源范围一致性指标

采用规模等级一致性、来源范围一致性两

个指标测度轨交网络与中心体系的匹配程度。

规模等级一致性是全方式出行表征中心规模等

级、轨交出行表征中心规模等级的相关性。中心

规模等级以在该中心工作或游憩的人数总量、密

度等表示，通过计算相关性进行量化判断。相关

性越高，说明两个体系的规模等级一致性越高，

轨交线网与就业中心匹配度越高。单个中心的残

差值可用于量化表示该中心自身的等级匹配度。

来源范围一致性是测度在轨交出行、全方

式出行视角下，分别同一个中心联系范围的一

致性。计算公式为：

 （1）

其中，中心核心腹地是该中心就业者或游

憩者由近及远的前80%的居住地范围，由手机

信令数据测度得到，表达了该中心全方式出行

的主要来源范围。来源范围一致性指标测度了

轨交对单个中心的支持程度。该指标的数值范

围是0—1，值越大表示来源范围一致性越好，该

中心的轨交匹配程度越好。

2   数据和数据处理

2.1   轨交刷卡数据

本文使用2016年9月的上海轨交刷卡数

据，为持有公共交通卡乘客的轨交全样本数据，

不包括单独购票的单程票、一日票、多日票在

内，总刷卡次数为2.679亿次，平均每天约893万

人次。2016年9月的上海轨交刷卡数据包括了

轨交全网14条线路（不含金山铁路支线和磁浮

线），共348个站点。经过识别用户完整合理出行

记录，清洗虚拟换乘数据等预处理过程之后，最

终得到2016年9月共有129 231 515次轨交出

行记录，平均每天约430万次。

2.2   手机信令数据

本文使用2015年11月连续10个工作日、6

个休息日的上海联通手机信令数据。选用该数

据集是因为其时间与前述轨交刷卡数据的时间

较为接近，反映人群活动规律可以相互比较。采

用丁亮等[7]486，[8]64使用的方法识别手机用户居

住地、工作地、游憩地。研究共识别出上海中心

城区内80.5万个既有居住地、工作地，并且居住

地和工作地位置不同的手机用户；还识别出休

息日588.1万人次的常住用户游憩出行。

2.3   轨交通勤识别

根据通勤的一般规律，参考相关研究[13-14]，

根据上班时间、下班时间进站站点在1个月中的

重复率，识别轨交乘客的居住地站点和工作地

站点。

工作日6:00—9:00，某乘客首次进站站点

在1个月中重复大于等于12次，将其识别为该乘

客的居住地站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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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F为 频 数，Mode为 众 数，

Mn(n∈(1,2,…,21)为该乘客在21个工作日

6:00—9：00点首次进站站点。

将某乘客在工作日16:00—19:00进站次

数重复最多且超过12次的站点识别为其工作

地站点。

 （3）

其 中，F为 频 数，Mode为 众 数，Nn 

n(n∈(1,2,…,21)为该乘客在21个工作日的

16:00—19:00进站站点。

在识别乘客的居住地站点时，若乘客在1

个月内工作日6:00—9:00的首次进站站点不是

唯一的，且进站频数前2位的站点互为同一线路

上的相邻站点，则将进站频数最高的那个站点

设为其可能居住地站点，其进站频数等于该2个

站点的进站频数之和。再将更新之后的进站频

数与设定的阈值进行比较，来判定是否能识别

出该乘客的居住地站点。工作地识别同样使用

上述规则。

最终识别出1 090 909张轨交卡对应的居

住地站点，1 090 401张轨交卡对应的工作地

站点，1 081 740张轨交卡同时对应的居住地

站点和工作地站点，由此建立起了轨交出行表

征的“居住—工作”功能联系。按轨交站点计

算，共58 863对通勤联系，其中通勤流量大于

600人/d的通勤联系如图1所示。总体而言，轨交

通勤的主流是向心流。强轨交通勤联系主要有

两种：一类是外环外站点（佘山、泗泾、徐泾东、

唐镇等站）前往中环附近就业中心的通勤联

系；另一类是各个区域前往内环内就业中心的

通勤联系。漕河泾是具有最强轨交通勤联系的

就业中心。每天通勤人数大于1 000人的通勤联

系有12条，其中8条都是前往漕河泾。

2.4   轨交游憩活动识别

游憩活动是指在休息日居住地、工作地以外

“第三场所”的“非职、非住”行为，包含狭义的

购物等游憩行为在内，也可能包含符合这一规则

的其他行为。对于识别出居住地、工作地站点的

轨交乘客，在休息日9:00—21:00，在非居住地、非

工作地的出站站点识别为游憩地站点。

 （4）

其中Mhome和Njob是轨交通勤者的居住地

站点和工作地站点，Pn为常规游憩时间的出

站站点。

最终从1 081 740个轨交通勤者中识别出

了677 529人在休息日发生过游憩行为，共发

生了2 026 844人次轨交游憩出行，平均每个休

息日发生22.5万次轨交游憩出行。按轨交站点

计算，共72 385对游憩联系，将流量大于1 000

人次的游憩联系定义为轨交强游憩联系（见图

2）。其中，游憩人次大于2 000人次的游憩联系

有7条，分别是佘山—泗泾、九亭—七宝、泗泾—

七宝、广兰路—金科路、佘山—七宝、芳华路—

龙阳路、淞虹路—中山公园。总体上看，内环内

不存在强轨交游憩联系，而部分中环之外地区

的轨交线网密度虽然相对较低，但是人们更加

依赖轨交进行游憩活动。

3   就业中心体系与轨交匹配度测算

3.1   就业中心规模等级一致性

将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出的就业者按照基站

空间位置汇总到对应就业中心，得到每个中心

的就业者数量，用就业密度表示全方式通勤视

角下就业中心等级。将轨交刷卡数据识别出的

就业者按照轨交站点空间位置汇总到其对应的

就业中心，得到每个中心轨交通勤就业者数量，

并采用“单站就业量”评估各就业中心在轨交

通勤视角下的规模等级（见表1）。

 （5）

通过梳理可知，全方式通勤联系视角下高

规模等级就业中心集中在内环内，轨交通勤视

角下高等级就业中心分布较为离散。漕河泾开

发区、张江科学城均为中环附近、中环之外的高

等级就业中心。轨交通勤视角下，就业中心体系

“多中心”趋势更为明显。

将信令数据测度下的就业密度和轨交刷卡

数据测度下的单站就业量标准化后进行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两者呈弱的线性正相关关系，R²

为0.420，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回

归模型残差呈正态分布，不存在明显的空间自

相关关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规模等级一致

性测度下，上海轨交线网与就业中心体系总体

匹配较好（见图3）。

但仍有部分就业中心偏离趋势线较远，轨

交匹配程度差异较大。例如，张江科学城、人民

广场、陆家嘴是负残差绝对值的前3，表示这3个

就业中心在轨交通勤视角下的等级要远高于其

在全方式通勤视角下的等级。这3个就业中心都

以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对就业者专业技术

要求较高。由于具有专业技术就业者的选择余

图2　轨交的强游憩联系（单位：人次）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　轨交的强通勤联系（单位：人）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4 | 大数据与规划实践

地较少，形成这3个中心的就业者通勤距离相对

较长，更倾向于选择轨交通勤。长寿地区中心、

大宁地区中心、老西门地区中心是正残差绝对

值排前3的就业中心，表示这3个就业中心在轨

交通勤视角下的等级要远低于其在全方式通勤

视角下的等级。这3个就业中心都属于等级较低

的就业中心，且产业多为生活性服务业，就业者

多为就近就业，使用轨交通勤的就业者相对较

少。这说明在规模等级一致性测度下，产业类型

也会影响轨交线网与就业中心匹配程度。

3.2   就业中心来源范围一致性

采用公式（1）计算各个就业中心来源一

致性，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类法，按数值高低分

为 “高”“较高”“中”“较低”“低”5类（见图4）。

属于“高”类的就业中心有：南京东路市级商

业街、南京西路市级商业街、闵行经济技术开

发区等；属于“较高”类的就业中心有：淮海

中路市级商业街、控江地区中心、吴淞工业基

地等；属于“中”类的就业中心有：张江科学

城、金桥工业区、安亭汽车产业基地等；属于

“较低”类的就业中心有：桃浦工业区、江湾—

五角场市级副中心等；属于“低”类的就业中

心有：真如市级副中心、康桥工业园区等。从来

源范围一致性的空间分布上可知，浦西各就业

中心与轨交的匹配程度优于浦东，内环内各就

业中心的匹配程度普遍好于内环外。来源范围

一致性高低与就业中心产业类型无关。

来源一致性与各就业中心核心腹地范围内

轨交线网布局直接相关（见图5）。以高端生产

性服务业为主的就业中心中，南京东路、南京西

路与轨交匹配较好，陆家嘴、张江科学城与轨交

匹配较差。外环附近单条轨交线路服务的就业

中心如外高桥保税区、吴淞工业基地、莘庄工业

区等与轨交匹配情况差异较大。因为这些就业

中心的就业者以就近居住为主，其附近的轨交

线路主要满足的不是其通勤需求，而是附近居

民前往市中心的其他出行需求。已转型的就业

中心中，漕河泾和彭浦已经形成了依靠轨交的

“郊区大型居住区—就业中心”的通勤模式，因

此其来源范围一致性较高。 

图3　就业密度和单站就业量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就业中心来源范围一致性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位序 轨交出行视角下的规模等级
（单站就业量）

全方式出行视角下的规模等级
（就业密度）

1 中央商务区陆家嘴部分（内环内） 长寿地区中心（内环内）
2 南京东路市级商业街（内环内） 南京东路市级商业街（内环内）
3 徐家汇市级副中心（内环内） 大宁地区中心（内环附近）
4 南京西路市级商业街（内环内） 徐家汇市级副中心（内环内）
5 人民广场市政文化中心（内环内） 不夜城市级商业中心（内环内）
6 张江科学城（中环附近） 南京西路市级商业街（内环内）
7 张杨路市级商业街（内环内） 张杨路市级商业街（内环内）
8 漕河泾开发区（中环附近） 中央商务区陆家嘴部分（内环内）
9 中山公园地区中心（内环内） 老西门地区中心（内环内）

10 淮海中路市级商业街（内环内） 四川北路市级商业街（内环内）

表1  两种视角下的规模等级位序排前10的就业中心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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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典型就业心核心腹地与强轨交通勤联系（单位：人）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位序 轨交出行视角下的规模等级
（单站游憩量）

全方式出行视角下的规模等级
（游憩密度）

1 南京东路市级商业街（内环内） 南方商城商业中心（中环外）
2 人民广场市政文化中心（内环内） 徐家汇市级副中心（内环内）
3 徐家汇市级副中心（内环内） 环球港（内环附近）
4 南京西路市级商业街（内环内） 虹口足球场（内环内）
5 中山公园地区中心（内环内） 南京东路市级商业街（内环内）
6 不夜城市级商业中心（内环内） 淮海中路市级商业街（内环内）
7 中央商务区陆家嘴部分（内环内） 中山公园地区中心（内环内）
8 虹口足球场（内环内） 江湾五角场市级副中心（中环附近）
9 打浦桥地区中心（内环内） 龙阳路（内环附近）

10 淮海中路市级商业街（内环内） 金陵东路市级商业街（内环内）

4   公共活动中心与轨交的匹配度测度

4.1   公共活动中心规模等级一致性

手机信令数据测度的游憩活动强度表

征了公共活动中心在全方式出行游憩联系

视角下的规模等级。将轨交刷卡数据识别

出的游憩者按照轨交站点的空间位置汇总

到其对应公共活动中心，得到每个中心轨交

游憩者数量，采用“单站游憩量”评估各公

共活动中心在轨交游憩视角下的规模等级

（见表2）。

 （6）

与就业中心体系的研究方法类似，将手机

信令数据测度下的游憩密度和轨交刷卡数据测

度下的单站游憩量标准化后进行回归分析。结

果表明两者不相关，回归模型的R²仅为0.165，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见图6）。这表明轨交线网

与上海公共活动中心体系的匹配程度要低于就

业中心体系的匹配程度。

4.2   公共活动中心来源范围一致性

采用公式（1）计算各个公共活动中心的

来源一致性。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类法，将各公

共活动中心根据来源范围一致性分为“高”“较

高”“中”“较低”“低”5类（见图7）。“高”类

公共活动中心有：南京东路市级商业街、陆家

嘴、南京西路市级商业街等；“较高”类公共活

动中心有：淮海路市级商业街、淮海中路市级

商业街、老西门地区中心等；“中”类公共活动

中心有：真北商业中心、金杨地区中心等；“较

低”类公共活动中心有：江湾—五角场市级副

中心、大宁地区中心、曹家渡商业中心等；“低”

类公共活动中心有：长寿地区中心、世博商业

中心、四川北路市级商业街等（见图8）。

同样，各个活动中心的来源范围一致性与

各中心核心腹地范围内轨交线网布局直接相关

（见图8）。各公共活动中心的来源范围一致性数

值普遍高于各就业中心。这是由于游憩活动具

有一定“弹性”，易于根据出行时间、业态等调

整，就近趋势明显。相比之下，就业活动更具“刚

性”，无法轻易调整。除此之外，公共活动中心本

身职能也会影响来源范围一致性。例如，具有面

向全市人群的特殊性服务，又具有面向周边区

域人群的生活服务的复合型公共活动中心（如

世博源、四川北路）来源范围一致性均较低。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在就业中心体系方面，采用规模等级一致

性测度可知，轨交线网与上海就业中心体系总

表2  两种视角下的规模等级位序排前10的公共活动中心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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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匹配程度较好。其中，轨交线网与中环附近

就业中心较好的匹配度提升了这些就业中心的

规模等级。规模等级一致性指标表明轨交线网

较好地支持了上海就业中心体系 “多中心化”。

此外，就业中心产业类型会影响到规模等级一

致性指标的结果。

在来源范围一致性测度下，轨交线网与浦

西各就业中心的匹配程度优于浦东，与内环内

各就业中心的匹配程度好于内环外。影响轨交线

网与就业中心来源范围一致性指标的主要因素

是线网结构与该中心的空间关系。就业中心的来

源范围一致性与就业中心的产业类型无关。

公共活动中心体系方面，采用规模等级一

致性测度，轨交线网与上海公共活动中心体系

总体上匹配程度较差。这与轨交承载的游憩功

能较少，以及游憩出行具有“弹性”有关。规模

等级一致性指标表明轨交线网与内环内公共活

动中心的匹配度相对较好，轨交线网支持的游

憩功能联系呈现更加 “单中心化”趋势。

在来源范围一致性测度下，轨交线网与公

共活动中心的匹配程度普遍好于与就业中心的

匹配程度。这也与游憩出行具有“弹性”，容易

调整有关。影响轨交线网与公共活动中心来源

范围一致性指标的主要因素也是线网结构与该

中心的空间关系。公共活动中心的职能也会影

响该中心的来源范围一致性。

图6　游憩活动密度和单站游憩量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公共活动中心来源范围一致性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5.2   讨论

由于轨交刷卡数据不包括单独购票的单程

票、一日票、多日票数据，本文仅针对使用公交卡

轨交出行乘客。一般来讲，使用公交卡轨交出行乘

客很大概率是上海常住居民。因此，本文实际上针

对常住居民轨交出行表征的轨交线网与城市中

心体系匹配，还没有考虑轨交承载的外来访客出

行流动。类似南京东路、豫园等外地访客较高的公

共活动中心研究结论可能会受到影响。当前，随着

区域一体化趋势加快，城际之间出行联系日益增

强，轨交在承载城市功能流动，特别是游憩功能方

面必然要考虑访客的影响。目前上海城市中心体

系规划主要考虑常住居民，但未来城市中心体系

规划特别是公共活动中心体系规划有必要将访

客纳入考虑范围[15]，包含访客出行的轨交线网与

城市中心体系匹配情况值得进一步研究。

居住、工作出行具有明确的规律性，通过多

日活动规律从手机信令数据、轨交刷卡数据识别

居住地、工作地已成为常规方法。游憩活动却不

同，每个休息日游憩出行不具有明确的规律性。因

此，无论是基于手机信令数据、还是轨交刷卡数据

识别的游憩出行更多的是一种有依据的推测。本

文在已经识别出居住地和工作地站点用户的基

础上，以休息日、出站站点非居住地及工作地等条

件作为约束，尽可能减少识别结果与真实情况的

偏差。结果表明，尽管个体在休息日的游憩活动可

能是不规律的，但整体层面上，轨交刷卡数据识别

的轨交游憩出行、手机信令数据识别的全方式游

憩出行空间分布特征符合一般认知。这表明本文

对游憩出行识别的方法是可靠的。

5.3   规划展望

通过乘客使用轨交的时空规律，本文从轨

交出行中分离出轨交通勤出行、轨交游憩出行，

用于评估就业中心体系、公共活动中心体系。本

文认为轨交规划要更加重视轨交对就业中心体

系的支撑作用，要重视轨交线网与就业中心的

匹配程度。除了关注轨交线网结构与中心体系

的空间关系，也要关注就业中心的产业类型影

响。对于公共活动中心，要关注轨交线网结构与

中心体系的空间关系。尤其要改善中环及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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